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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分析关中农村高额彩礼精准具体的形成机制，并借助婚姻市场，婚姻支付等理

论，细致分析形成机制中各个原因要素之间的传导关系。研究发现，村落内部的诸多社会化因素和村落

外部的社会大背景驱动，再加上男方家庭与女方家庭的支付要价博弈，这些都共同导致了当前关中农村

高额彩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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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high bride price in Guanzhong vil-
lage is analyzed in detail, and the transmission relationship among various factors in the forma-
tion mechanism is analyzed in detail with the help of marriage market, marriage payment and 
other theories. It is found that many social factors within the village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drive outside the village, together with the game between the male family and the female famil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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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yment asking price,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high bride price in Guanzhong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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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彩礼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但在古代封建传统社会，其更多的代表一种“礼文化”在民间世

俗社会的规范教化作用，以维护传统的纲常伦纪。而在当今农村社会，彩礼却摇身一变成为了男女婚姻

关系确认的重要砝码，某些程度上甚至能够左右婚姻关系的建立。在这种彩礼文化的变迁以及现阶段社

会环境的共同催化下，才出现了普遍的高额彩礼要价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多数农民家庭在负担高额

彩礼时存在困难，其收入的增长幅度已经大大落后于彩礼的增幅额，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态势并衍生

出诸多社会问题。为此，2023 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的意见》对农村高额彩礼治理问题作出了明确表述，文件指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

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1]从中央一号文件传递出的信号不难看出农村高额彩礼已从社会不良风气演变为制约乡村

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探究高额彩礼形成的具体机制问题，串联其背后的原因要素与演化路径，从而

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精准有效的治理依据。 
本文的主要实证资料来源于政府信息公开和田野调查。主要涉及的访谈对象为已婚青年及其父母，

通过宗族关键守门人的介绍，参与如社火会、过年大集、婚嫁等集体活动，认识和选取 30 个访谈对象，

以入户深度访谈、焦点座谈等方式获得调研资料。 

2. H 村的彩礼现状和发展变迁以及本地婚姻市场 

2.1. H 村基本情况介绍 

H 村位于关中平原最西部地区，隶属于 L 县，北部与甘肃省接壤。调查得知 H 村 2015 年以前的行

政级别是镇级，人口 8000 人左右，其下设有 7 个行政村，但 2015 年当地行政区划发生变动，其镇级建

制被撤销且被并入邻镇。目前 H 村含有 6 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2688 人。村民 80%以上都依靠外出务工

维持生计，工资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高，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占比较低，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不到 10000 元，村子中目前常住人口大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空心村”现象较为严重。 

2.2. H 村的彩礼数额及种类 

首先，根据问卷调查回收数据可得，H 村青年娶媳或出嫁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25~30 岁之间，而又依

据访谈录音可知 5~10 年前 H 村的青年结婚年龄大多集中在 23 岁左右，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近些年青年结

婚年龄有了较小幅度的推迟(见图 1)。从关于彩礼数额方面的可以看出，H 村地区的彩礼平均金额总体较

高，其主体分部在 10~20 万之间，甚至有少部分已经涨到了 30 万以上(见图 2)。但参考对比来看，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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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 L 县统计局发布的《L 县二Ｏ二二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2]，彩礼数额的增幅量已

大大超出了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量，也足可见其彩礼数额之高。至于彩礼种类方面，主要以现金存款、

房产、汽车、家电等为主，其中现金存款的所占比达到最高，而且男方家庭为了以表诚意，银行卡在开

户时都会以女方名义办理。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添置家具或产生一些房产装修费用，这些费用往往都是男

方家庭额外承担，与男方家庭支付给女方家庭的现金彩礼数无关，这一特点与其他地区的婚姻风俗习惯

较为不同。 
 

 
Figure 1. Age distribution of children marrying in village H 
area (unit: %) 
图 1. H 村地区子女娶媳/出嫁年龄分布图(单位：百分比)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he amount of bride price demanded 
for marriage in H village area (unit: %) 
图 2. H 村地区婚事彩礼要价数额分布图(单位：百分比) 

2.3. H 村的彩礼来源与归属 

在访谈中了解到，大多数村民把为儿子娶媳视为本方家庭内的头等大事，像彩礼这种固定的婚姻成

本费用自然应该由亲代承担，而另一方面由于子代多在外地务工或是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其都没

有支付这种高额婚姻成本费用的经济实力，这样一来，主客观原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当前支付彩礼的

任务毫无疑问的落在了父母身上(见图 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女缔结婚姻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宗族血

脉传承是一个家庭的重中之重，多数父母都把此看为是养育责任与义务的履行，也是人生任务清单里的

重要一项。再看彩礼的归属问题，从当前学界对其的研究来看，主要由婚姻偿付型和婚姻资助型两种模

式，前者女方父母会把彩礼视为男方家庭对自己养育女儿的物质补偿，因而全部吸纳接受彩礼；而后者

女方父母则会把收到彩礼的一部分直接或通过嫁妆的形式转移资助给新婚家庭，其从本质上看已发生了

财产的代际转移。当前全国部分地区已由婚姻偿付型逐步过渡到了婚姻资助型，但从调查数据来看，H
村的彩礼归属情况仍然属于传统的婚姻偿付型，大部分女方家庭会把彩礼悉数收纳，而当作一种财产性

收入(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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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ource of bride price amount in H village 
area (unit: %) 
图 3. H 村地区彩礼金额来源图(单位：百分比)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bride price attribution in 
village H (unit: %) 
图 4. H 村地区彩礼归属分布图(单位：百分比) 

2.4. H 村的彩礼发展变迁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H 村彩礼的快速涨幅大致开始于本世纪初，从最初的 1~2 万到现在的 10~20 万

甚至 20 万以上只用了十多年时间，每年基本上以 1 万的速度进行同比增长(见图 5)，同时，彩礼种类却

一直是以现金存款为主，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在占比较少的房产种类中，由过去的农村自建房逐步发

展过度到城镇商品房的形式。更进一步来说，在彩礼数额变化的同时，彩礼的性质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过去，彩礼被视为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确立的礼节性象征，也更像是双方家庭都能够接受的婚姻习俗程序，

缺少了这一步，往往会被视为不符合传统规矩。而彩礼发展到如今，数量巨大的金额显然已经突破了人

们对婚姻礼节性程序这一传统概念认知，况且 H 村经济发展水平较弱，村民们大多外出务工，这种与高

额彩礼呈现出的巨大反差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彩礼的发展走势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显然就是

一种病态的发展趋势，而对这种发展变化体悟最深的莫过于广大村民，访谈中也曾遇到村民对此的无奈

与感叹，但更多的却还是抱怨，从过去“大包干”时代微乎其微的婚姻成本到现在的天价彩礼，彩礼的

飞速上涨在不断驱使着村民们被动适应，而不是主动发问。 
 

 
Figure 5. Evolution of the bride price in village H (unit: Yuan) 
图 5. H 村地区彩礼数额演变图(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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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女方与男方共同造就的高额彩礼联动定价机制 

3.1. 女方家庭高额彩礼要价的形成基础 

借助先前的婚姻市场要价理论可以得知，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其认为宏观的人口

性别比失衡导致了女性资源的稀缺，从而形成了其单方面的彩礼定价行为。这一理论虽然有些忽视了男

方家庭在整个彩礼定价中的作用，但还是肯定了女方在彩礼要价时的主动地位。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

传统的通婚圈逐渐被打破，婚姻中的妇女资源实现了跨区域的流动，农村婚姻市场由此形成[3]。在农村

婚姻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女方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男方则越来越被动，从而使得

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的要价越来越高，男方及其家庭则要承受巨大的婚姻压力和负担。大体来看，也可以

运用人口学相关维度的婚姻挤压现象来做进一步的解释。由于国家宏观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衡，导致适龄

结婚男青年难以找到与自己年龄结构相仿的婚配女青年，从而要么导致晚婚晚育，要么就得承担高额度

的婚姻成本费用，包括彩礼在内。 
过去，在本地婚姻市场上，由于经济发展的限制以及人口流动较小等因素，社会阶层显得较为固化，

男方只需要在本地通婚圈中寻找合适的女方青年，虽然此情况下也存在一定的男女适龄婚配比的失衡，

但总体上其失衡比较低，绝大多数男性同胞还是能找到婚配对象。但在近些年来本地通婚圈不断扩大，

以及人口的大批量流动，这一比例几乎降到了“冰点”。以 H 村为例，H 村的青年们大多外出务工，少

部分在外求学或从事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由于在外务工的适龄女青年大部分都能找到较为合适的婚配

对象，所以就一定程度上对同村男青年造成了轻微程度上的婚姻挤压，而那些在外务工的男性青年，只

有在本地通婚圈和在外地婚姻市场这两种简单的选择，但本地男青年在外地婚姻市场上由于主客观因素

限制，其比较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因而大多数在外男青年都选择回乡选择婚配对象，而一旦选择回乡，

便不得不承受本地婚姻市场所带来的更大的婚姻挤压，也要承受由上述原因所导致的女性彩礼要价的主

动发起。 

3.2. 男方家庭高额彩礼支付的动力成因 

首先，男方彩礼支付行为发生在以村庄为单位的一定社会阶层范围内，那么就势必受到村庄内部社

会因素，文化因素等的冲击影响。目前农村婚姻消费市场上存在一种从众攀比文化，这种非理性的价值

观和消费模式大大抬高了彩礼的额度，乡村城镇化建设是彩礼变迁的市场化因素，在这个城镇化过程中，

大量农村青年流向城镇地区，城市的消费价值理念植入了打工者的脑中，但乡村经济的发展却无法跟上

超前的观念，这种发展的不同步导致了畸形的高额彩礼[4]。 
在关中西部农村，代际关系有着严重的失衡发展趋势，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和代际支持很强，而

子代对父代的回馈力度却非常有限。因此，在子代婚姻问题上，父代对子代具有较强的婚姻责任，为儿

子娶媳妇成为父代最为重要的“人生任务”。北方农村的父母对于“人生任务”都深有体会，那些已经

为儿子顺利娶上媳妇的父母都说自己“可算是完成任务了”；而那些没能为儿子娶上媳妇的父母则是没

有完成任务的人，他们不仅焦虑不安，而且在村庄里“没脸见人”，成为村民眼中没有面子的人。从这

些方面可以看出，农村内的亲代父母都把为儿子娶媳视为人生的重要任务，如果未及时完成或者未完成，

就会受到本村内部其他村民们“异样”的眼光，觉得自己未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同时也不能让家族血脉

及时或更好的延续下去，从这一角度来讲，其已经上升到了宗族血脉关系的层面，也属于中国传统宗族

文化的一部分。 
由此可以说明，村民们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人生任务的动力大部分来源于亲族内部血脉传递的压力，

与此同时，随着岁月的流逝，压力逐渐变为了动力，一种为亲族内部所有成员所认可的动力。从价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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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等方面来看，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大多是在亲族内部得到完美呈现的，“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构

成了中国农民的终极价值，成为中国农民的真正宗教”作为父母，在将子代抚养长大之后，首要的责任

就是要让子代顺利地完成婚嫁，保证家庭的延续。如果不能完成这一“硬性指标任务”，就会产生对先

人以及子孙后代的愧疚感。此外，亲代只有在完成为子代婚姻嫁娶的人生任务之后，才会觉得如释重负，

并且会发觉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孙辈身上得到了一种有效的延续。于是一旦当亲代形成这种完成人生主要

任务的主观意愿后，接下来便是父母为子代支付高额彩礼的积极性大小的研究讨论了。通常来说，在当

今农村婚姻市场男女比例失衡的背景下，对农村男性青年的婚姻挤压现象愈发严重，亲代对子代在婚姻

成本费用等方面的物质支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代婚姻质量的优劣，甚至成败。况且当今农村青年大多

外出务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拥有较大数额的积蓄，客观上还是要依赖于父母的支付帮助，因此，父母

承担子代婚姻成本费用的积极性也在影响着男方家庭的支付动力。结合上文的女方家庭的彩礼要价，可

以分析出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有两个组成部分，即女方家庭要价和男方家庭支付两大主体，也可称

之为一种简单的二元结构，但是在此也是只探寻出了主体构成，具体的机制主体之间的联系，甚至具体

的传导路径以及中间的因素作用都还不得而知。 

3.3. 乡村媒人在高额彩礼形成机制中的信息传送及资源配置作用 

前文的现状分析已经分析出当前在农村本地通婚圈内的主要婚姻模式还是通过媒人的介绍，现在此

做出一定程度的补充说明，除了占比最大的媒人介绍模式，还有一部分农村青年的婚姻模式是通过其亲

代父母积攒的人脉关系，或是两家较早定亲等方式，此外，与城市差别较大的地方是，在农村只有极少

部分的农村青年采用男女双方“自由恋爱”的婚姻模式。而存在大量传统职业媒人介绍的本地婚姻市场，

媒人这一特殊的群体在配置本地婚姻资源，特别是对婚姻成本费用诸如彩礼等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

来说，由于媒人是职业的而不是兼职的，其本身的职业素质水平还是较高的，通常媒人们为了提高做媒

的成功率，彼此之间经常互通信息，逐渐形成了婚姻介绍的紧密协作机制。本地婚姻市场中的媒人对本

地通婚圈内适龄婚配的男女家庭状况，男女自身条件可谓是一清二楚，充分掌握婚姻市场中的“买方”

和“卖方”市场，并将掌握到了男女双方信息各自归类以方便更好的匹配，同时，媒人以盈利为目的，

掌握的婚姻信息是其获取利润的资源，信息协作机制是婚姻市场化的一个必备要素[5]。除此之外，媒人

还会充分经营这些信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还是由于女性稀缺所带来的

信息价值攀升。简单来说，职业媒人在本地婚姻市场中发挥着配置信息资源的中介作用，女方家庭和男

方家庭分别充当着“卖方”、“买方”的角色，由于市场中人口性别比失衡所带来的女性资源稀缺，媒

人可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来进行高额媒钱的索取，而这种现实状况又反过来促进“卖方”高额彩礼要价

的形成，并充满着一股讨价还价的现实气息。 

4. 微观视角下高额彩礼形成机制中的具体传导过程 

4.1. 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女方彩礼要价的主动发起 

上文已经基本分析出了农村高额彩礼形成机制中的主体构成，接下来就要对形成机制中的主体关系，

传导机制等做出具体的分析研究。首先来看二元结构中的女方家庭，前文提到，农村人口性别结构失衡

所造成的严重婚姻挤压，以及媒人在婚姻市场中利用不对等的适龄青年信息对婚姻资源进行配置共同导

致了婚姻成本的居高不下。但同时，农村人口性别比的失衡也是女性在彩礼定价过程中主导发起的原因

之一，首先，在宏观层面上，一些学者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得出，贵州、福建、广东等华南地区和陕西、

河南、甘肃等中西部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偏大，这主要源于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男孩偏好”观念。

“二孩政策”开放之前，在华北等“男孩偏好”较强的农村，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农民在第一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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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生育男孩时，在二胎或下一胎次倾向于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并对女婴进行人工流产，或是在女婴出生

之后将其主动遗弃，找人领养等。这导致北方农村的出生性别比整体严重偏高。由先前的访谈调查可知，

H 村内的男女人口比例有着非常严重的失衡，由于传统观念的限制，具体其通常认为男孩承担着传宗接

代的责任，并且可以及时有效的充当家庭劳动力。另外虽然村民中普遍存在“重男”观念，但人为主观

故意地遗弃，流产等现象却是鲜有发生。 
其次本村内大量青年的外出务工，打破了原有的本地婚姻圈，打工经济带来婚姻资源尤其是女性资

源的跨区域流动，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婚姻市场。虽然关中地区农村当前仍然以本地婚姻为主，但全国性

婚姻市场的形成无疑对本地婚姻市场带来挤压。这种挤压表现在婚姻资源的非对称性流动上，即一方面

本地女性外流多于男性，另一方面流出本地的女性多于流入本地的女性，由此一来大大加快了本地村庄

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衡，也同时导致了适龄婚配女性资源的稀缺，在婚姻市场理论的辅助下，我们可以得

知男方的支付行为与女方的要价行为同等构成了彩礼形成的基础条件，因此在男性之间要通过竞争的形

式去寻找适龄婚配对象时，就自然导致了女方掌握有充分的婚配信息与选择权，其也有资格发起彩礼具

体数额的定价，可将其形象的理解为经济学中的 “卖方市场”，这里即为婚姻市场中的“卖方市场”。

虽然婚姻市场要价理论着重强调女方在整个婚姻市场的主导作用，但就本文分析以及婚姻市场理论来看，

一味地强调女性在整个高额彩礼形成机制中的重要主导作用，未免显得有些独木难支，也同时忽略了男

方在整个机制中的作用效果。因此，我们要强调的不是主导地位，而是主发起点，即整个形成机制流程

的起点、开端。 

4.2. 高额彩礼定价机制中女方要价与男方家庭支付的博弈过程 

彩礼定价在由女性家庭主导发起后，其接下来便进入了与男方家庭的定价博弈之中，要价与支付之

间的循环博弈共同构成了整个彩礼定价过程。简单大体说来，就是女方家庭先发起提出一个其认为合理

的彩礼要价，价格转给到了男方家庭后，男方在充分考虑其合理性后决定是否有支付的意愿，如果没有，

是否有必要单方面降低女方最初的要价，种种思虑过后，男方家庭会给出另外一个自己的支付价格再“返

还”给女方家庭，这便构成了一轮完整的彩礼定价行为，之后如果双方不能对彩礼定价达成一致，那么

议价行为就会一轮接着一轮的持续下去，直至双方达成一致。同时，在彩礼价格的来回传导过程中，除

了上文已论证分析过的女方家庭主起要价和男方家庭支付的内部原因外，还存在着较多的外部因素，其

中两个最为主要的原因便是村落职业媒人的信息资源配置因素和下文要着重分析的宗族村落间的竞争因

素[6]。综合看来，两大主体间充斥着各种内外部因素，在这些因素的交重影响下，首先会出现女方最初

彩礼要价普遍较高的现象，其次就会在此基础上出现一个通常较小的浮动，并最终形成最后的彩礼价格。 

案例 1：我侄女前年刚结的婚，彩礼起初要了 15 万，男娃家里也没啥意见，但最后女娃他爸看他哥家的女娃彩

礼要了 16 万 5，就改了主意，最后硬是问男娃家里要了 17 万，估计就是嫌他女子先开始要的太低，心里不畅快才

往高里要的。(H 村 1 队便民商店店主刘女士，40 多岁) 

因此看来，内部因素主要起到奠定彩礼的高额基础，而外部因素则导致彩礼价格进一步在先前基础

上浮动。分析至此，基本上可以得出高额彩礼形成机制的主体构成和联动传导路径，以及中间较为重要

的影响因素，综合看来这是一个颇具复杂性的二元联动传导机制(见图 6)，并在本地婚姻市场和通婚圈内

着重发挥其作用。 

4.3. 亲族村落竞争在高额彩礼传导机制中的催化作用 

农村本地通婚圈内，存在着大量的宗亲血缘关系，陕西关中方言中，常把此称为“门子”，如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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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The diagram of the direction to guide high bride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图 6. 高额彩礼形成机制传导图 

 

对方同属一个“门子”，那么也就同属一个小亲族。当然亲族内部还存在着许多远近血缘关系，呈现出

一定的规律性与复杂性。具体来看亲族势力在婚姻关系的形成中具有很强的控制力量，并且通常都极有

可能左右最终的彩礼价格，我们仍然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来看。 

案例 2：我女子 16 年结婚，当时刚开始我跟她妈商量的 14 万彩礼钱，她大伯和她姑就坚决不同意，说“现在

咱镇谁家嫁女子要 14 万，都是 15 万起步，咱女子又不缺啥少啥，不比别的女子差啥么，要 14 万嫁过去肯定在男娃

屋里不值钱”，最后家里人坐在一起商量了好长时间，才定下了 16 万的彩礼。(H 村 1 队村民张先生，40 多岁) 

案例 3：去年过年时邻庄有个姑娘，好像就是她屋里要了 28 万彩礼，男娃家里就一直不同意，然后直接就给推

了，还让自己娃不准和那姑娘再处，但那姑娘和男娃感情好得很，就是两个屋里一直僵持不下。最后姑娘可能想不

开，直接跳到一口深井里，哎，年纪轻轻的，可惜了，可惜了。(H 村 1 队村民姬女士，50 多岁) 

可以明显的看出在家庭亲族势力的干涉下，彩礼数额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且其亲族成员通常会做

出通婚圈半径内的彩礼价格对比。仔细看来这其中也充满着一种竞争攀比文化，亲族成员会对照亲族内

其他成员或附近村镇的彩礼价格，一般情况下，做出的最终要价要只会高于这个参照值，而不会变低。

但他们不会考虑参照值的合理性与否，也就是说，其本质上是一种盲目的跟风或攀比行为[7]，而这种行

为毫无疑问地只会对彩礼价格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女性在传统宗族内的地位面临着种种

束缚，不仅是其自身，她们的家庭往往也难以脱离这种束缚，即使女方与男方两情相悦，但还是无法抗

拒亲族内部的压力，只能默声遵从，而成为农村婚姻市场中一种“被物化的牺牲品”。 

5. 高额彩礼要价对农村社会及家庭的作用影响 

5.1. 高额彩礼衍生下农村家庭的贫困以及代际失衡问题 

由于当前农村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较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是无法承受目前高额的彩礼价格，

并且其远远高于物价的上涨幅度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是导致当今农村地区家庭贫困的重

要原因之一，首先，在当今彩礼数额不断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很多农村适龄男青年靠自己或父母举债来

支付彩礼，婚后男方家庭负债累累，入不敷出，这样一来，就给本应和谐美满的婚姻家庭蒙上了灰暗的

阴影，甚至引发夫妻关系不和、婆媳关系紧张等问题，严重的有时还会爆发肢体冲突，导致刑事案件的

发生[8]。其次，高额彩礼使婚姻夹杂了很多的经济利益，这样的婚姻很难保障“天长地久”，一旦感情

不合导致离婚时，高额彩礼还会演变成双方经济纠纷的重要生成因素。在此次调查的 H 村，有相当一部

分父母是通过举债的方式帮助子女承担婚姻费用成本。还有一些稍微富裕的家庭，在付完彩礼后，也通

常会花费其毕生的积蓄。因此“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严重。 
由于天价彩礼要由父母支付，这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代际剥削，而且农村青年们普遍认为父母为其

支付彩礼是他们应尽的养育义务，无关于彩礼数额的大小，简单来说就是父母这样做事应该的，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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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极易诱发子女今后在赡养期的责任缺失，忽视自己这时对其父母应尽的赡养义务，基于此便造成了

一种极大的反差，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代际失衡的表象，即双方在养育期和赡养期的责任义务不对等[9]。
此外一些家庭还会将彩礼所得用作儿子的彩礼支出费用，这样一来也同样会造成一些家庭子女间的内部

矛盾，破坏家庭内部关系，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子代内部的失衡现象[10]。 

5.2. 高额彩礼对农村青年婚姻关系状况的现实冲击 

高额彩礼首当其冲的对农村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婚姻关系方面，由于高额彩礼，许多

男性青年不得不放弃对女方的婚姻追求，更有甚者打了光棍，从而进一步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转

过头来看女方，有些女方因为家庭所定下的“高额彩礼枷锁”而不得不放弃和“相中男方”的婚姻打算，

其中也不乏一些走向极端的案例事件。 
再看婚后男女方的关系，也可能由于之前双方家庭之间遗留的复杂彩礼金额问题所牵绊，影响夫妻

双方的感情生活，也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陕西关中地区近年来多地不断发生有类似原因所导致的

财产纠纷，甚至人生伤害案件。种种这些不良影响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之一。而往深层方面去探究，

这种高额彩礼对青年子代的现实冲击极有可能继续通过代际下行传递，由于农村地区阶层固化性较强，

子代在此问题上通常有着与亲代相似的应对逻辑与行为模式，一旦这种问题的代际传递形成，那么要想

改变只能从形成机制的源头着手，当然这其中还牵扯着许多的内外部因素影响，所以说要想改变是有一

定的难度的[11]。 
虽然高额彩礼带给农村青年的大多都是现实的消极影响，但也不能“一刀切”式的只看到其消极影

响，当前学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通过高额彩礼，可以有效提升女方在婚姻嫁娶中的话语权与决定

权，增强女性在家庭经济资源方面的支配力度，加快农村社会文化风俗变迁。让嫁女的家庭感到其不再

处于婚配过程中的劣势地位，反而可以对男方进行挑选，直至寻找到内心理想的对象人选。男尊女卑的

观念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淡化，让人们产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想法。当然笔者对于这一看法也只

是持保留态度，毕竟这一观点还是缺乏具体的实证调查研究支撑，“重男轻女”观念是否由于高额彩礼

所淡化，还需具体考证。 

6. 总结与思考 

综合来看，当前关中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还是以一种二元结构的传导联动为基础，在传导的主

要路径中有宗族村落与媒人这两大影响因素主体，另外，在女方要价和男方支付的行为中也存在着诸多

内部因素。具体说来，首先是农村人口性别比失衡所造成的婚姻挤压，以及本地婚姻圈的人口结构变化

共同导致了女方家庭高额彩礼要价的主动发起。其次，彩礼要价传导到男方家庭之后，男方结合自身的

支付意愿返还给女方一个心目中的合理价格，并且其中通常由男方亲代完成人生任务的强烈愿望和其他

因素所影响驱动。在彩礼价格传导的路径上，宗族村落竞争和媒人信息资源的配置也在起着一定的助推

作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男女方之间的闭环结构，而彩礼也在一轮轮的定价中逐渐水涨船高，

最终形成“畸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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